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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蜂鸣到智能共振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马姣姣�李本乾

内容提要

�

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

,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基层治理结

构

,

但在乡村治理数字赋能的关键环节

,

存在地域传播局限

、

传播共振不

足

、

数字形式主义等多种问题

。

基于东

、

中

、

西部三村的跨区域田野调

查

,

论文选取浙江青山村

、

河南中水寨村�云南丰源村为案例

,

通过对村

干部

、

返乡青年

、

乡贤等

30

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

,

运用扎根理论构建�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在

“

浪涌模式

”

的视野下

,

智能技术

在乡村的扩散并非线性过程

,

而是在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

媒介能力�乡村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下

,

呈现非均衡

、

阶段性的浪涌演

进

,

并催生出治理模式分野

:

东部趋于技术主导型

,

中部呈现混合调适

型

,

西部则以文化优先型为特征

。

正是因为数字技术并未消解地方性

,

而

在�乡土社会的持续互构中

,

形成技术逻辑�地方秩序动态协商的治理格

局

,

因此

,

在推进智能治理的实践中

,

应当因地制宜

,

构建差异化的乡村

数字化转型机制

,

从而稳步迈�

AI

赋能的乡村治理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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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的

《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

年

)》

明确提出

,

要加

快数字乡村建设

,

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

、

智能化升级

①

。 “

十五五

”

规划纲要指出

,

拓

展人工智能

、

数字经济

、

卫生健康

、

旅游

、

农业

、

气象

、

北斗应用等领域合作新空间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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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峰鸣到智能共振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

促进人工智能与农

业发展相结合

,

拓展无人机

、

物联网

、

机器人等应用场景

①

。

在一系列宏观战略指

导下

,

以人工智能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I)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加速下沉乡村

,

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

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力量

。

尽管智能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

能效果在学界已成共识

,

但该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

沙垚发现

,

乡村振兴战略下

,

各

类社会力量进入乡村

,

多元主体角逐

,

矛盾凸显

②

;

文丰安指出

,

农业农村发展面

临实地环境复杂

、

人力资本短缺

、

网络基础薄弱等多重挑战

③

。

由此可见

,

数字技

术介入乡村治理的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技术乐观主义

,

而有待在具体场域中进行细

致的过程性考察

。

受

“

全球通道

-

地方蜂鸣

”

理论启发

④

,

本文从传播与治理相结合的维度

,

将

传统乡村中依托熟人社会

、

信息在有限地缘圈层内高频流转的状态概括为

“

地方蜂

鸣

”;

将依托社交媒体与智能算法

、

使乡村议题突破时空边界并反馈至基层治理的

过程界定为

“

智能共振

”。

从

“

地方蜂鸣

”

走向

“

智能共振

”,

是数字时代乡村治

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命题

。

然而

,

这一转型并非线性

、

均质的过程

。

为解释其复杂

演进机制

,

本文基于跨区域田野调查

,

提出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换言

之

, “

浪涌模式

”

正是用以刻画从

“

地方蜂鸣

”

到

“

智能共振

”

这一转型过程的机

制性解释框架

。

该模式认为

,

在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与乡

村治理机制四重情境要素的耦合作用下

,

智能技术在乡村的扩散呈现非均衡

、

阶段

性的波浪式演进

,

并最终催生出东部技术主导型

、

中部混合调适型

、

西部文化优先

型三类差异化治理路径

。

本文关注的并非

AI

能否下乡的技术可行性问题

,

而是聚焦于

:

在

AI

技术逐步

下沉乡村的过程中

,

不同情境要素如何影响

“

地方蜂鸣

”

向

“

智能共振

”

的演变

,

并如何塑造出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化模式

?

不同区域类型的乡村是否呈现出差异

化的技术适配路径与治理图景

?

为回应上述问题

,

本文选取浙江青山村

、

河南中水

寨村和云南丰源村三个村庄作为田野场域

,

开展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共获取

30

份有效访谈资料

,

并辅以村级档案

、

政策文本和平台数据等多源材料

,

运用扎根理论

对

AI

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常实践进行系统分析

。

作为扎根于田野经验的理论尝试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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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

: 《

可沟通关系

:

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

———

基于

A

县的田野观

察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3

年第

8

期

。

文丰安

: 《

人工智能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状与路径探析

》, 《

江淮论坛

》 2022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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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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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亓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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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

地方

”

互动的乡村文化振

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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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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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涌模式

”

旨在为技术嵌入

、

乡村传播与基层治理权力结构的研究搭建桥梁

,

既深

化对

AI

赋能乡村治理机制的理解

,

也为因地制宜设计

AI

治理路径提供实践参考

。

二

、

文献综述

在当前学术界与实践中

,

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内涵已超越以

ChatGPT、

DeepSeek

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

,

而是广泛涵盖互联网

、

大数据

、

云计算等数字

化技术形态

。

上述技术形态均是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表现与实践路径

。

若脱离

乡村实际基础设施与发展阶段

,

机械地追求

“

特定人工智能

”

的引入

,

则容易陷

入对乡村

“

落后性

”

或

“

建设紧迫性

”

的片面判断

,

难以形成客观

、

深入的研究

结论

。

有鉴于此

,

本文所探讨的

“AI

赋能

”

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技术形态

,

而是泛

指乡村地区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建设中已取得的各类成果

,

包括但不限于现有数

字技术与智慧应用

。

这一界定旨在为后续更先进

、

更智能的系统

(

如具身人工智能

等

)

在乡村场域中的落地

,

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理论分析基础

。

(

一

) “

峰鸣

”

的乡村传播

传统乡村社会高度依赖地缘与血缘的熟人网络

,

信息传播局限于村庄内部

,

呈

现本地化与圈层化特征

。

本文将这一状态概括为

“

地方蜂鸣

”。 “

蜂鸣

”

指信息在有

限社群内高频重复流转却难以外溢

,

易因路径依赖

、

关系过滤或权威中介导致信息耗

散与失真

,

对乡村治理形成信息壁垒与决策偏差等结构性影响

。

与之相对

, “

共振

”

是数字技术致力达成的理想状态

,

旨在突破

“

地方蜂鸣

”

的边界

,

通过数字平台与

智能技术促进本地信息与外部资源

、

多元主体及公共领域的有效连接与互动

,

在提升

传播广度与透明度的同时

,

激发公共议题

,

形成协同治理合力

,

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开

放包容

。

因此

, “

地方蜂鸣

-

智能共振

”

构成描述乡村信息传播从传统封闭走向数字开

放的分析性概念

,

二者的张力与转化正是观察数字技术重塑乡村治理生态的关键线索

。

在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下沉的智能传播时代

,

乡村传播结构正在叠加新的技

术条件

。

微信公众号

、

微信群

、

短视频等媒介使村庄内部信息扩散更为迅速

,

村民

形成线上线下交织的互动网络

。

牛耀红提出

“

数字社区公共领域

”

概念

,

认为

,

移动互联网公共平台通过虚拟在场将半熟人社会重新凝聚为熟人社会

,

实现社区再

造与内生秩序重建

,

并赋权于体制外村庄精英

①

。

李红艳提出

“

从具身在场到虚拟

传播

”

的乡村治理框架

,

指出

,

新媒体既跨越科层组织的空间边界营造虚拟村社共

同体

,

又将具身在场与虚拟传播结合

,

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理念融合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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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牛耀红

: 《

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

“

社区公共领域

” ———

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

网实践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18

年第

4

期

。

李红艳

: 《

从具身在场到虚拟传播

:

一种乡村治理框架的提出

———

基于晋东南

C

村的

案例分析

》, 《

新闻大学

》 2024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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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乡村治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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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

李安

、

余俊雯则从互联网

“

下半场

”

视角指出

,

平台下沉战略推动农村群体从普

通个体转变为内容生产主体

,

短视频为乡村品牌

、

电商产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连

接机制

,

缩小了城乡治理格局的差异

①

。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媒介如何通过数字社区公共领域

、

虚拟在场等机制重

塑乡村内部的信息流动与公共生活形态

。

关于智能技术如何进一步转化为更广泛公

共空间中的

“

智能共振

”,

当前讨论仍显零散

,

尚未形成连贯系统的学术理路

。

本

文认为

,

相关研究可超越对具体数字传播形式的考察

,

转向更具整合性的视角

:

乡

村微信群

、

村务公示平台等工具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并拓展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传播效

力与边界

,

目前仍缺乏以传播过程为核心的系统性分析

;

平台算法与外部注意力进

入乡村场域后

,

如何与本土宗族网络

、

礼俗秩序及行政体系相互耦合

,

亦有待通过比

较研究深入辨析

。

从本文提出的

“

地方蜂鸣

-

智能共振

”

链式视角来看

,

现有研究

尚缺乏一个能够整体把握乡村内部传播

、

平台化连接及治理反馈全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二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技术与权力视角

围绕当代乡村治理的讨论

,

需置于乡村社会基础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理解

。

费孝

通指出

,

传统乡村治理深植于熟人社会

②

,

刘守英与王一鸽则提出

, 21

世纪以来大

规模城镇化已推动中国从

“

乡土中国

”

转向

“

城乡中国

”,

乡村被更紧密地纳入以国

家制度和现代技术为支撑的治理体系

③

。

在此结构转型基础上

,

数字乡村等国家战略

为技术下沉提供了制度空间

,

乡村治理呈现�益突出的技术化

、

平台化特征

。

因此

,

讨论数字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

需从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系统观察

。

第一

,

治理工具是数字化转型的载体

。

数字技术不仅是外生变量

,

更内嵌于治

理结构之中

,

重塑信息传递与决策执行方式

。

孙信茹

、

张露予的田野调查表明

,

以微

信群为核心的社区媒介系统呈现层级性

,

社区精英与村干部成为连接线上线下治理空

间的关键节点

④

。

同时

,

有研究指出

,

村民并非被动接受者

,

而是将线上实践与务

农

、

务工和家庭生活编织在一起

,

凸显技术落地过程中的本土主动性

⑤

。

第二

,

村民

能力是治理效能得以实现的主体性前提

。

于水等提出

“

数字悬浮

”

概念

,

指出当数

字系统设计与基层社会资本

、

治理需求错位时

,

技术难以有效契合治理实践

,

可能演

14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安

、

余俊雯

: 《

从生活展示到产业的转型

:

短视频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价值

》, 《

现

代传播

》 2020

年第

4

期

。

费孝通

: 《

乡土中国

》,

郑州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2021

年

,

第

105 -114

页

。

刘守英

、

王一鸽

: 《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

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 《

管理世

界

》 2018

年第

10

期

。

孙信茹

、

张露予

: 《

社区媒介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研究

——— “

云南第一村

”

的田野观

察

》, 《

当代传播

》 2023

年第

4

期

。

Wu, X.H., &Chen, L., “DigitalisingRuralLifestyles: OnlinePlatformsand EverydayLife

in ChineseVillages,” Geoforum, vol.159, article104206, 2025, pp.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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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资源浪费与数字内卷化困境

①

。

韩瑞波

、

唐鸣也强调

,

智能化治理若过度依赖技

术路径

、

忽视公共价值

,

容易冲击既有参与机制

②

。

因此

,

数字时代对村民信息素养

与协商能力提出新要求

,

若忽略能力提升

,

技术可能加剧数字鸿沟

。

第三

,

乡村文化是

深植于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与礼俗传统

,

构成治理实践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

特雷弗

·

平

奇

(TrevorPinch)

和维比

·

伯杰克

(WiebeE.Bijker)

的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强调

,

技

术的意义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被建构的

③

。

数字技术的嵌入并非在文化真空中发

生

,

而是与宗族纽带

、

信任模式

、

公共舆论相互作用

。

关注文化维度

,

有助于揭示技术

在地化过程中的张力与调适

,

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片面视角

。

第四

,

治理机制是连接

工具

、

主体与文化的制度性安排

。

数字技术既可能强化科层化管理

,

也可能促进网络化

协同治理

。

从技术与权力视角看

,

数字治理常被视为现代理性化治理在基层的延伸

,

与

马克斯

·

韦伯

(MaxWeber)

所论述的基于科层规则的理性化治理内在契合

④

。

一项基

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

村级数字治理平台的使用总体上提升了农村居民对基层

政府与邻里的社会信任水平

,

显示出技术赋能对乡村治理生态的积极作用

⑤

。

综上所述

,

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多层次

、

动态互动的分析框架

:

治理工具提供

变革手段

,

村民能力赋予主体动能

,

乡村文化塑造认同与规范

,

治理机制整合各方

要素于稳定的制度实践中

。

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观察

,

方能系统理解数字技术

驱动下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图景

。

数字平台的嵌入不仅改变乡村信息流动方式

,

也

在重组国家

、

市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通道

。

然而

,

现有研究对东

、

中

、

西部的

乡村治理转型路径差异关注有限

,

尚未形成能够统摄多区域经验

、

解释不同地方在

同一技术浪潮下呈现差异化治理路径的理论框架

,

这也为本文提出并检验人工智能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提供了空间

。

(

三

) “

浪涌模式

”

的理论证成

本文所提出的

“

浪涌模式

”,

立足于技术与社会互构以及制度变迁研究

,

关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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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不同地方情境组合下

,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治理会呈现出何种治理样态

。

经典

的创新扩散理论指出

①

,

新制度或新事物在社会的推广

,

会随时间呈现

S

形曲线的

发展轨迹

,

但广袤的中国实践却证明了该模型在具体地方的场域中

,

或多或少地有

所差异

,

如同浪潮一般

,

虽大致原理和发展形态相同

,

却因地域不同而在时间

、

程

度和效果上都有所不同

(

如图

1

所示

)。

因而本文的理论旨趣与实践指向

,

在于提

供一种能够系统捕捉并理解中国乡村数字治理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分析工具

。

这一框

架并非旨在提炼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发展模式或终极结论

,

其核心价值在

于

,

揭示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绝非线性

、

均质的进程

,

而是多个维度之间

在地化

、

动态化耦合与博弈的结果

。

图

1�

社会

“

浪涌

”

发展的理念

以前文所列举的治理维度而言

,

维度间的互动组合会形成丰富的地方性可能

。

例

如

,

技术工具先进而村民能力滞后的村庄

,

可能陷入数字形式主义

;

数字素养较高但宗

族权威与礼俗结构仍具约束力的村庄中

,

数字平台未必导向开放协商

,

反而可能成为既

有乡土权威延伸与再组织的新接口

②

。

任何脱离具体情境

、

试图仅以单一维度的优势

来推定整体治理绩效

,

特别是将技术先进性直接等同于治理有效性的判断

,

都难免失

之偏颇

。

罗杰

·

西尔弗斯通

(RogerSilverstone)

等人关于技术驯化的研究指出

,

新技术

需要经过获取

、

使用与再整合等环节

,

方能逐步嵌入�常生活并被赋予文化意义

③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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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下讨论人工智能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情境化展开

。

同时

,

“

浪涌模式

”

也吸收了制度变迁研究的时间性视角

,

即制度变迁往往是长期积累与

关键时刻触发相互交织的过程

。

既有研究较多关注路径依赖与权力博弈如何塑造变

迁节奏

,

却较少触及数字技术扩散在基层治理中的细节机制

。

基于此

,

本文将人工

智能赋能下的乡村治理理解为若干次

“

浪涌

”

的序列

:

当情境要素叠加至一定阈

值时

,

技术与地方结构之间的张力便会被触发

,

进而引发治理模式的阶段性重组

。

随后

,

在制度调整与文化调适中

,

治理模式又进入新的相对稳定状态

。

所以

,

要想确立

“

浪涌模式

”

的理论空间

,

研究需要重视两点

:

其一

,

在技

术互构

、

技术驯化和媒介化等理论基础上

,

将关注点收束到具体乡村治理场景中

,

强调不同区域在同一历史进程中处于不同

“

浪涌

”

阶段

,

由此形成可比较的图景

;

其二

,

突出

“

地方蜂鸣

”

与

“

智能共振

”

之间存在可以分析的中间过程

,

而非简

单的前后对比

。

换言之

, “

浪涌

”

模式需要在吸收社会技术系统

、

技术驯化和渐进

制度变迁等理论传统的同时

,

结合东

、

中

、

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经验

,

提出一个可

操作

、

可比较

、

可检验的中层理论

,

用以解释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

。

本文的理论框架本质上是一个差异识别与比较分析的坐标系

。

它要求研究者摒弃

“

寻找最佳模式

”

的预设

,

转而怀抱

“

探究多样路径

”

的问题意识

,

深入不同田野

现场

,

重点考察两个方面

:

其一

,

人工智能及相关数字技术在不同乡村情境中如何

被引入

、

采纳并实现在地化改造

;

其二

,

技术嵌入如何改变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关

系

、

协作机制与行动流程

,

并由此塑造差异化的治理样态

。

三

、

研究方法与设计

(

一

)

研究场域与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田野调查设计

,

在中国东

、

中

、

西部分别选取一个具有

代表性且差异明显的村庄作为研究场域

,

即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

青山村

,

中等发展水平的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镇中水寨村

,

以及具有鲜明民

族文化特征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花碧湖镇丰源村

。

三地在地理区位

、

经

济水平

、

文化风貌和媒介技术普及程度上呈现出典型梯度差异

,

共同构成横跨东

、

中

、

西部的发展谱系

。

青山村经济发达

、

外来人口活跃

、

数字技术普及率高

;

中水

寨村处于中等发展水平

,

青壮年外流与返乡并存

,

传统宗族网络依然坚韧

;

丰源村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深厚

,

数字基础设施尚在完善中

。

这一梯度

差异为检验

AI

技术在不同情境要素组合下的嵌入路径提供了理想的比较样本

,

符

合扎根理论的抽样原则

,

有助于从跨区域比较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

研究

者于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3

月分阶段赴三地开展实地调查

,

通过驻村观察

、

参加

村务会议

、

走访农户和参与节庆活动等方式

,

系统记录各地在数字政务

、

乡村产业

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引入

AI

及相关数字技术的实践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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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访谈提纲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深度访谈为核心数据来源

,

并辅以参与式观察笔记

、

村级档案和平台数

据进行互证

。

采用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访谈对象

,

综合考虑性别

、

年

龄

、

职业

、

教育程度与村庄角色

,

以确保能够覆盖多元主体对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差异性经验与观点

。

三地共完成

30

份有效深度访谈记录

,

样本涵盖村党支部书记

、

第一书记

、

村委会干部等基层治理主体

,

也包括电商经营者

、

返乡创业青年

、

教

师

、

农户

、

少数民族长者等多元群体

(

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

身份 学历 目前所在村庄 所处地域

E01

女

42

村党委书记 初中 浙江省青山村

E02

男

28

餐饮合伙人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3

女

29

产品设计师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4

男

30

摄影师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5

男

30

乡村插画师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6

男

38

手工艺人 小学 浙江省青山村

E07

女

48

陶艺工作者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8

女

50

美学设计师 本科 浙江省青山村

E09

女

57

民宿老板 小学 浙江省青山村

E10

女

69

酿酒传承人 小学 浙江省青山村

东部地区

C11

女

40

驻村第一书记 硕士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2

女

29

村党支部书记 专科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3

男

62

村支部委员 初中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4

女

22

电商运营 本科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5

女

30

乡村教师 专科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6

男

31

经商人员 专科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7

男

46

务农 高中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8

男

52

经商人员 初中 河南省中水寨村

C19

女

56

农民 初中 河南省中水寨村

C20

女

68

环卫工人 小学 河南省中水寨村

中部地区

W21

男

42

驻村第一书记 博士 云南省丰源村

W22

男

45

村党支部书记 本科 云南省丰源村

W23

女

20

学生 本科 云南省丰源村

W24

女

26

美食加工者 专科 云南省丰源村

W25

女

29

饭店老板 专科 云南省丰源村

W26

男

30

返乡创业者 专科 云南省丰源村

西部地区

54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

身份 学历 目前所在村庄 所处地域

W27

男

49

卫生室主任 专科 云南省丰源村

W28

男

54

超市老板 初中 云南省丰源村

W29

男

68

野生菌商户 小学 云南省丰源村

W30

女

70

供销社工人 小学 云南省丰源村

西部地区

访谈以半结构式提纲展开

,

围绕村庄引入的数字技术类型与应用场景

、

村民�

常媒介使用习惯

、

技术引入前后治理模式与权力关系的变化

,

以及受访者对

AI

技

术的态度与未来期待等问题进行

。

访谈均在受访者熟悉的环境中进行

,

平均访谈时

长约为

50

分钟

。

受访者均知情同意并完成匿名化处理

,

全程录音后整理为近

20

万

字文字稿

。

此外

,

研究还系统收集了三地的村务公开材料

、

政务平台截图以及现场

观察笔记与图片资料

。

为保障研究质量

,

访谈采用开放式提纲

,

避免诱导性提问

;

编码过程中通过多轮比对与交叉讨论确保一致性

,

并严格遵循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程

序

;

在跨案例比较中

,

先分别呈现三地独立分析结果

,

再进行综合提炼

,

使研究结

论建立在扎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之上

。

四

、

数据编码分析与模型建构

在数据分析上

,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策略

,

对田野访谈和观察资料进

行系统的三级编码

①

,

经由开放式编码

、

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分析

,

梳理出贯穿

全局的逻辑主线

,

构建理论模型

。

本文先随机抽取了

27

份访谈进行编码

,

余下的

3

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

编码过程中

,

特别注意比较三地资料在概念出现频率

、

典

型表述上的差异

,

以捕捉不同情境下的技术嵌入特征

。

(

一

)

开放式编码

首先

,

对

27

份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开放式编码

,

梳理概念并归类范畴

。

通

过反复比较

、

提炼

,

共梳理出

38

个初始概念

,

进一步归纳为

16

个初始范畴

。

限于

篇幅

,

本文未展示详尽的开放式编码表

。

从三地资料比较来看

,

各初始范畴在三个村庄的出现频率和具体表现存在一定

的差异

。

在东部青山村

, “

智能政务

” “

数智服务

” “

数字赋权

”

等概念被高频提

及

,

访谈对象普遍描述政务小程序

、

远程会议

、

智能客服等应用已深度融入�常治

理

(E01、 E02、 E04);

在西部丰源村

, “

技术鸿沟

” “

技术抗拒

” “

宗族血缘

”

等

概念更为突出

,

村民对智能设备的操作障碍

、

对隐私的担忧以及对传统权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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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rbin, J.M., & Strauss, A., “Grounded Theory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Criteria,” QualitativeSociology, vol.13, no.1, 1990, pp.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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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成为主要议题

(W23、 W25、 W26、 W21);

中部中水寨村则呈现混合状态

,

既有

“

智能村务

” “

精准治理

”

的积极尝试

,

也存在

“

人情面子

” “

礼俗惯性

”

的持续

影响

(C11、 C13、 C18)。

这一初步比较表明

,

技术嵌入程度与文化结构张力在不

同地域的配置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

为后续主范畴分析奠定了基础

。

(

二

)

主轴编码

在完成开放编码后

,

本文进行了主轴编码

,

将性质相近或存在联系的初始范畴

进一步整合

,

以梳理各范畴间的脉络关系

。

最后

,

本文提炼出

5

个核心主范畴

,

包

括

:

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

、

乡村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分野

(

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表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技术

嵌入程度

智能政务

指人工智能技术在乡村公共管理中的嵌入应用

,

包括村级政

务平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

智能村务

指人工智能在村庄日常事务管理中的应用

,

例如村级事务的

智能决策支持和眼务优化

。

数智眼务

指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公共眼务供给方式

,

包括

农村电商

、

远程教育医疗

、

智慧养老等数字化眼务

。

文化

结构张力

宗族血缘

指基于家族

、

宗族关系的乡村结构

,

在传统乡村

,

族长或宗

族中德高望重者往往拥有较高权威

。

人情面子

指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基于情感与社会评价的互动规范

,

这

一范畴揭示出文化结构对技术适配的影响机制

法治理性

指依法办事

、

按制度规范进行治理的理性逻辑

,

体现为对民

主选举

、

村务公开

、

依法调解纠纷等

。

村民

媒介能力

技术鸿沟

指不同群体在获取和运用数字技术方面存在的差异

,

主要表

现为城乡之间

、

代际之间技术资源和技能的落差

。

技术抗拒

指乡村群体对新技术的排斥或抵触心理与行为

,

包括对未知

技术的不信任

、

担心技术取代人工导致失业等

。

技术依赖

指村千部和村民对数字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现象

,

这一范畴

揭示技术赋权可能伴生的依赖风险

。

乡村

治理机制

信息公开

指依托

AI

与数字平台提升村庄公共事务信息透明度的治理

机制

,

包括村务公开

、

公示公告及信息的数字化发布等

。

村民参与

指村民通过数字媒介和智能平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

包括在

微信群发表意见

,

或通过短视频宣传家乡等

。

精准治理

指基于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

实现对基层事务的精确监测

、

预测和定向解决的治理模式

。

74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续表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治理

模式分野

数字赋权

指人工智能和数字媒介在乡村情境中为新的主体赋予权力

,

例如年轻的

“

技术能人

”

通过运营新媒体成为意见领袖等

。

千部转型

指在

AI

嵌入过程中基层千部角色定位和治理方式的转变

,

即需要学会使用数据决策工具

、

网络沟通手段

,

甚至调整权

力姿态

,

与技术人员和村民共同协商治理

。

礼俗惯性

指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礼仪习俗

、

非正式规范对行为方式的

路径依赖

,

如对传统议事方式和习惯的坚持等

。

数据监督

指基于数据和数字平台的监督机制

,

包括政府对基层的监

管

,

以及村民利用线上渠道对千部的监督

。

在完成主轴编码

、

提炼出五大主范畴后

,

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些范畴在不同地方

情境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动态演进机制

,

本文对三地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横向比较与历

时性梳理

(

见表

3),

呈现了三地在四个关键情境维度上的典型差异

,

这为理解治

理模式的分野奠定了比较基础

。

表

3�

三地案例的典型差异比较

主范畴 青山村

(

东部

)

中水寨村

(

中部

)

丰源村

(

西部

)

技术

嵌入程度

高

:

全流程数字化

,

政务

小程序

、

智能客眼

、

数据

代办深度嵌入日常治理

中

:

局部应用为主

,

集中

于信息公示

、

远程教育

、

电商培训

低

:

基础性应用

,

信息

公开

、

远程医疗试点

,

受网络设备限制

文化

结构张力

弱

:

外来新村民流入

,

传

统宗族关系弱化

,

人情面

子去权力化

较强

:

宗族网络坚韧

,

礼

俗惯性与法治理性并存

强

:

老年协会

、

辈分权

威主导议事

,

技术使用

需经

“

老一辈点头

”

村民

媒介能力

整体高

:

返乡青年和新村

民引领技术扩散

差异明显

:

青年电商从业

者与老年务农群体间存在

数字鸿沟

普遍偏低

:

语言障碍

、

文化程度限制深度使用

乡村

治理机制

数据驱动

:

精准治理与透

明监管形成良性循环

混合协商

:

信息公开取得

进展

,

但精准治理受文化

调适制约

礼俗主导

:

依赖传统议

事规则

,

数字工具仅为

辅助

上述比较揭示出三地在四个主范畴上的系统性差异

:

从东到西

,

技术嵌入程度

逐级递减

,

文化结构张力依次增强

,

村民媒介能力由高走低

,

治理机制从数据驱动

渐变为礼俗主导

。

这一梯度分布为理解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区域分异提供了经验基础

。

正是这些情境要素的不同配置方式

,

决定了后续

“

浪涌

”

形态与治理模式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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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以中水寨村为例

,

通过还原其技术引入后的关键事件与阶段变迁

,

亦窥见

“

浪

涌

”

过程的动态轨迹

(

如图

2

所示

)。 2021

年左右

,

电商直播引入时

(

第一波

“

浪

涌

”),

青年返乡群体迅速涌入

,

村内信息流通和外部连接急剧增强

;

但随后

,

由

于宗族网络和传统议事方式的介入

,

这股浪潮在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时出现

“

回落

”

与

“

调适

”。

村干部不得不组织乡贤

、

家族代表进行线下协商

,

最终形成了技术与

礼俗持续博弈的

“

混合调适型

”

治理格局

。

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了技术引入

、

张

力激荡

,

再到制度与文化再平衡的

“

浪涌

”

轨迹

。

这一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梳理

,

使本文能够更立体地把握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复杂图景

,

为后续构建

“

浪涌模式

”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

。

图

2�

中水寨村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

”

轨迹

(

三

)

选择性编码与

“

浪涌

”

模式的理论建构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

,

本文将前述

5

个主范畴整合进统一的分析体系之中

,

进而

构建了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浪涌模式

”

理论模型

。

如图

3

所示

,

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和乡村治理机制构成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四大情境因

素

。

它们相互交织

、

彼此制约

,

共同影响村庄治理沿着何种路径演进

。

在此基础

上

,

治理模式分野作为结果维度

,

呈现出东部技术主导型

、

中部混合调适型和西部

文化优先型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

。

从历时性看

,

四大情境因素呈现积聚

、

激荡

、

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

:

技术初入

时

,

数字治理的期待与顾虑在宗族秩序

、

人情网络中缓慢累积

,

形成潜在张力

。

随

着政务系统

、

微信群和短视频的推广

,

技术力量被激活

,

村务公开

、

参与渠道和干

部节奏发生短时剧变

,

权力关系快速调整

;

其后

,

村庄在技术逻辑与礼俗惯性间寻

找新平衡

,

部分权威被重塑

,

部分通过数字化延伸延续作用

,

治理结构趋于相对稳

定

。

横向比较而言

,

这一

“

浪涌

”

过程呈现显著区域差异

。

东部青山村技术嵌入

深

、

媒介能力强

、

治理机制完善

,

技术更新常引发大幅

“

浪涌

”,

推动治理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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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驱动跃迁

,

形成技术主导型结构

。

中部中水寨村技术与文化相持

,

礼俗惯性在关键

节点起过滤作用

, “

浪涌

”

起伏反复

,

对应混合调适型格局

。

西部丰源村技术基础

弱

、

文化黏性强

, “

浪涌

”

表现为细小缓慢波动

, AI

多以嵌入传统礼俗

、

辅助既有

权威的方式发挥作用

,

呈现文化优先型结构

。

基于对时间维度起伏与空间维度差异的综合把握

,

本文提出

“

浪涌模式

”,

将

地方性情境要素的耦合作用置于分析中心

,

既揭示了技术扩散的非线性特征

,

也为

解释同一技术浪潮下不同乡村呈现差异化治理路径提供了理论工具

。

(

四

)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检验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饱和度

,

本研究对预留的

3

份访谈资料进行了三级编

码分析

。

结果显示

,

未涌现出新的概念或范畴

,

既有的

16

个初始范畴与

5

个主范

畴的内涵属性也未得到进一步扩展

。

与此同时

,

对照参与式观察笔记和村级档案等

资料

,

可以看到现有

“

浪涌模式

”

理论模型在解释三地

AI

赋能乡村治理实践时具

有较强的适配性与解释力

。

基于理论饱和度的判断标准

,

可以认为本文构建的模式

已基本达到理论饱和度

。

五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

一

) “

浪涌模式

”

的情境要素

本研究提出的

“

浪涌模式

”,

旨在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呈现的波浪

式推进与分层渗透特征

。 “

浪涌

”

既指在一定情境要素叠加下

,

技术与地方社会结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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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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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的张力被集中触发

,

又指这种张力在制度调整与文化调适中逐步收束为新的

治理均衡

。

埃弗雷特

·

罗杰斯

(EverettM.Rogers)

的创新扩散理论强调

,

创新是

一个通过特定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中随时间传播的过程

①

。

在承接这一

“

时间

-

空

间

”

视角的基础上

,

本文所建构的

“

浪涌模式

”

进一步突破线性扩散的假定

,

强

调在城乡中国的结构转型下

,

人工智能技术在东

、

中

、

西部并不会沿着同一路径演

进

,

而是因情境要素组合不同呈现出

“

浪涌

”

高度与频率的差异

。

基于研究发现

,

“

浪涌模式

”

围绕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与乡村治理机制四

个情境要素展开

。

其一

,

技术嵌入程度构成治理变动的动力基础

。

三地材料表明

,

这一要素既体

现在办事流程的线上化

、

档案台账的数字化

,

也体现在远程医疗

、

在线教育

、

网络

投票等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

。

青山村等高嵌入情境中

,

政务平台上线

、

功能更新与

考核规则变化

,

往往伴随工作流程和责任边界的明显重组

;

丰源村等低嵌入情境

中

,

技术多以局部

、

辅助性应用出现

,

对治理模式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

技术嵌入同

时改写了参与结构

,

部分原本在祠堂或熟人小圈子中完成的议事

,

被转移到实名制

微信群和政务

APP

等可记录

、

可追溯的线上场景

,

这一变化印证了张莉关于参与

式传播为乡村居民提供发声与参与新空间的分析

②

。

在城乡流动�益频繁的背景

下

,

此类平台还使外出务工者

、

迁出村民得以远程在场

,

与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

(ElinorOstrom)

多中心治理理论中

,

在信息充分共享条件下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

设想相契合

③

。

其二

,

文化结构张力塑造了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进入方式

。

宗族血缘

、

人情网

络与礼俗惯性一方面会削弱外来技术的直接冲击

,

另一方面也可能在被重新阐释

后

,

为技术提供嵌入地方秩序的意义基础

。

按照马克

·

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对强连接与弱连接的区分

,

乡村社会资本长期以地缘

、

血缘为基础的

强连接为支撑

,

依托高黏性的情感纽带和信任而形成稳固网络

④

。

在智能时代

,

三

地田野普遍出现跨地域

、

跨群体的弱连接

:

中水寨村的乡贤通过抖音直播展示地方

文化

,

青山村的手工艺人借助短视频平台直接对接全国消费者

,

打破了以往依赖中

间商的流通链条

。

这些实践与刘楠关于新农人网红通过媒介实践实现组织团结与可

15

①

②

③

④

[

美

]

埃弗雷特

·

罗杰斯

: 《

创新的扩散

》,

辛欣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10

页

。

张莉

: 《

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参与式传播运用探析

》, 《

编辑之友

》 2020

年第

12

期

。

Ostrom, E., “Beyond Marketsand States: PolycentricGovernanceofComplexEconomic

Systems,” TheAmerican EconomicReview, vol.100, no.3, 2010, pp.641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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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研究相呼应

①

,

也表明在

“

浪涌

”

过程中

,

被激活的是强连接与弱连接

叠加的社会网络

,

技术效果始终在本地宗族结构和礼俗秩序的约束与重塑之中

生成

。

其三

,

村民媒介能力影响技术嵌入后不同主体的参与机会与话语能力

。

郑素

侠

、

杨家明关于乡村社会重新部落化的研究指出

,

信息传播技术的可供性以及乡村

人口对技术机会与潜力的感知和采纳

,

正在重塑乡村交往格局与社会关系

②

。

三地

田野印证了这一判断

:

在媒介能力较高的村庄

,

普通村民能够通过平台提出诉求

、

参与公共监督

;

在媒介能力差异显著的村庄

,

数字赋权则更多集中于少数技术能

人

。

向青平关于乡村社会混合沟通治理的研究表明

,

主动拥抱数字工具并开展媒介

化实践的村干部

,

往往可以在新旧沟通结构交织的情境中维持甚至强化其治理话语

权

③

。

与此同时

,

老年人及技术弱势群体更可能在数字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

这一点

与李思悦等人关于数字鸿沟情境下社会支持差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发现相

契合

④

,

也凸显了在

“

浪涌

”

推进过程中增强数字包容与多层次社会支持的必要

性

。

荣越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

赋能社区组织

、

培育稳定的数字互动规范

,

是促

进居民数字融入的重要路径

⑤

。

由此可见

,

在人工智能赋能的乡村治理实践中

,

参

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媒介能力的结构性差异

。

其四

,

乡村治理机制关系到

“

浪涌

”

之后治理秩序的走向

。

该要素集中体现

村级组织吸纳数字工具并转化为制度性成果的能力

,

既包括通过公示栏与公众号提

升村务公开和政策信息透明度

,

也包括依托数据开展精准帮扶

、

风险预警和过程监

督的能力

。

三地比较显示

,

在青山村这类高嵌入场域中

,

国家制度

、

平台算法与村

庄社会资本共同构成多中心

、

多节点的治理网络

;

在中水寨村

,

宗族

、

乡贤

、

青年

技术能人和外出务工者通过线上线下交织

,

形成相对稳定的协商网络

;

在丰源村

,

数字实践更多与礼俗秩序相互嵌入

,

在维持既有权威的同时缓慢推进数字化进程

。

沙垚提出的可沟通关系强调

,

在乡村振兴中化解国家

、

地方政府

、

村级组织与社会

主体之间张力的关键

,

在于构建一种既嵌入本土社会资本

,

又开放于外部制度与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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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峰鸣到智能共振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术的沟通结构

①

。

从这一视角看

, “

浪涌模式

”

可被视为在

AI

赋能条件下对可沟通

关系的分层化展开

,

即乡村治理机制越强

,

越有能力在技术

“

浪涌

”

中维持这种

可沟通结构

,

从而降低治理失衡的风险

。

(

二

)

要素耦合下的治理模式

在上述情境要素作用下

,

治理模式分野体现为三类

“

浪涌

”

路径

:

青山村的

技术主导型

、

中水寨村的混合调适型

、

丰源村的文化优先型

。

三类路径是要素在不

同地方情境中的典型组合

,

而非简单的区域划分

: (1)

技术主导型路径中

,

高水

平技术嵌入

、

较低文化阻力

、

较高媒介能力与较强治理机制叠加

,

形成以效率为导

向的

“

浪涌

”

特征

。

青山村率先引入

“

我们的青山村

”

等

AI

数字应用

,

推动公共

服务精准化

。

这一路径呼应安东尼

·

吉登斯

(AnthonyGiddens)

关于

“

专家系统

”

扩张的论述

,

也印证乌尔里希

·

贝克

(Ulrich Beck)

关于技术深入社会后将激发风

险审视的判断

②

。

在青山村

, AI

既提升治理效率

,

也改变权威结构

,

使基层权力不

断重新校准

。 (2)

混合调适型路径中

,

技术嵌入与治理机制处于中等水平

,

文化

张力与媒介能力差异突出

,

技术逻辑与乡土逻辑持续博弈调适

。

中水寨村既有经济

与技术基础

,

又保留宗族礼俗

。

在推广政务智能

、

便民微信群时

,

该村既强调效

率

,

又通过乡贤协调等寻求平衡

。

西达

·

斯考切波

(ThedaSkocpol)

指出

,

外部冲

击不自动决定政治走向

,

既有结构通过调整展现延续性

③

。

中水寨村表明

, AI

未简

单替代乡土秩序

,

而是推动权威重组

,

呈现往复起伏的

“

浪涌

”

轨迹

。 (3)

文化

优先型路径中

,

技术嵌入程度较低

,

文化张力与礼俗黏性较强

,

治理依托本土制度

与地方性知识

。

丰源村引入智慧育种

、

远程医疗等技术时

,

以本土秩序为前提

,

小

规模渐进推进

,

技术成为协助权威的工具

。

这与罗杰

·

西尔弗斯通的媒介驯化视角

呼应

,

但更强调再语境化

。

同时

,

如阿尔君

·

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指出

,

全球化进程中的地方性并未消解

,

而在现代性中持续重塑

④

。

丰源村实践显示

, AI

需经文化翻译与再语境化

,

方能纳入地方秩序

。

三类路径并非线性发展的三个阶段

,

而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

“

浪涌

”

高度

的情境组合形式

。

它们共同表明

, AI

驱动的乡村治理变迁不是技术单向推动的线

性过程

,

而是技术逻辑与地方社会逻辑持续互构的演进过程

。

当前多数村庄处于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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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路径之间的中间位置

,

需根据自身基础探索适配路径

。

例如

,

一些地区利用

“

要

歪官

”

等民俗表演开展舆论监督

,

在保留乡土形态的同时营造公共氛围

①

。 “

浪涌

模式

”

将

AI

嵌入视为持续的社会建构过程

,

为分析乡村治理权力演变提供了可检

验的理论模型

。

六

、

总结

本研究循着

“

地方蜂鸣

-

智能共振

”

的脉络

,

选取东部青山村

、

中部中水寨

村和西部丰源村为田野场域

,

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

,

构建了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曼努埃尔

·

卡斯特

(ManuelCastells)

的网络社会理论指出

,

新的信

息技术范式正在重塑社会结构

,

催生全新的社会形态

②

。

作为扎根于中国乡村经验

的中层理论

, “

浪涌模式

”

旨在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乡村治理的复杂变迁提供一

个整合性分析工具

:

它揭示了

AI

技术在乡村的扩散并非线性过程

,

而是在技术嵌

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与乡村治理机制四重情境要素的耦合作用

下

,

呈现非均衡

、

阶段性的波浪式演进

,

并最终在空间维度上形成技术主导型

、

混

合调适型

、

文化优先型三类差异化治理模式

。

这一理论建构超越了技术乐观主义的

线性叙事

,

将时间维度引入分析

,

揭示了技术引入

、

张力激荡

、

再平衡的完整过

程

;

同时整合技术

、

文化

、

主体能力与制度安排等多维因素

,

避免了单一视角的片

面性

。

更重要的是

,

它从村民�常的媒介实践

、

村干部的数字转型

、

乡贤的线上参

与等微观现象入手

,

连接了微观行动与宏观治理结构变迁

,

为跨区域比较研究提供

了可操作的分析坐标系

。

通过乡村的实证调查

,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

其一

, AI

赋

能乡村治理的运行逻辑嵌入在技术嵌入程度

、

文化结构张力

、

村民媒介能力和乡村

治理机制四重情境要素之中

,

乡村治理呈现出东部技术主导型

、

中部混合调适型和

西部文化优先型三类典型路径

,

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是情境化

、

差异化的实践过程

。

技术推广需与

“

浪涌模式

”

适配

,

实施分层分类策略

,

东部可率先深化

AI

治理应

用

,

中西部则先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短板

,

循序渐进引入与本土文化相协调的适用技

术

;

其二

,

数字政务

、

平台工具与短视频实践的导入

,

重塑了村务公开

、

参与结构

与监督方式

,

传统依托熟人网络的信息循环被重新塑造

,

公共性的扩展仍受制于地

方结构与资源条件

。

应系统强化大学生村官

、

驻村第一书记等主体的数字技能培

训

,

鼓励返乡青年参与基层微治理

,

构建嵌入在地社会网络的治理共同体

。

技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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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峰鸣到智能共振

: AI

赋能乡村治理的

“

浪涌模式

”

建构

给侧应以人机对齐为原则

,

邀请村民参与应用测试

,

使界面与流程更贴合乡村用户

场景

。

其三

,

从传播与治理结合视角看

, “

地方蜂鸣

”

与

“

智能共振

”

是由同一

“

浪涌

”

过程联结的不同阶段

。

乡村直播等新媒介既可能重建在地团结

,

也可能在

平台流量逻辑和资源分配不均下带来新的分化

。 AI

技术为乡村议题突破地缘边界

提供了条件

,

但能否形成可持续共振

,

取决于村庄能否在信息公开

、

村民参与和数

据监督等方面形成稳定的制度承接

。

基层政府可联合平台企业

、

社会组织和村级组

织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

,

村级层面设立数字治理议事会

,

上级考核应更多关注公共

价值与治理能力

,

以营造支撑

“

智能共振

”

的制度环境

。

本文以治理模式分野为结果维度

,

刻画了东

、

中

、

西部三类

“

浪涌

”

路径

,

揭示了青年技术能人

、

乡贤

、

村干部与平台算法

、

上级监管等共同构成在时间上不

断重组

,

在空间上梯度分布的权力网络

。

总的来说

,

本文补充了

AI

嵌入基层治理

的机制性解释

,

为讨论数字技术与乡村公共性生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延展的可能

性

。

需要指出的是

,

受研究周期与资源所限

,

本文未能涵盖更多类型的乡村样本

,

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与区域类型

,

以检验并丰富本文的理论发现

。

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及其在乡村场景中的初步探索

,

其对乡村治理逻辑与权力结构的

影响仍有待深入观察

。

学界应持续追踪这一前沿趋势

,

动态更新数字乡村的研究版

图

。

唯有通过持续的田野洞察与理论对话

,

方能系统审视数字乡村建设的复杂成

效

,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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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to analyzecorresponding changesin journalists'roles.Itfindsthattheseroles

haveshifted fromarelatively passiveconception -rooted in traditionalobjectivity -to a

moreactiveone.Thistrajectory movesfromrecognizing limited journalisticsubjectivity

in investigative, interpretive, and �ewJournalism, to encouraging activeparticipation in

publicand constructivejournalism.With theemergenceofconstructivejournalism, the

journalist'srolehasbecomeincreasingly proactiveand pluralistic.Building on this, the

study adoptsanormativeperspectiveto explorehowto cultivateajournalisticrolesuited

to thedemandsofthecontemporary publiccommunication era.

38·From LocalBuzzto Intelligent�esonance: �onstructing anAI-Empowered

SurgeModelfor�uralGovernance

·Ma �iaojiao, LiBenqian

In digitalruraldevelopment, artificialintelligence ( AI) isreshap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structures.However, thisempowermentprocesshasnotbeen entirely

smooth.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thatdigitalempowermentin ruralgovernancefaces

multiplechallenges, including geographicaldissemination limitations,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veresonance, and digitalformalism.To explain thisphenomenon, this

paperintroducestheconceptofthe“surgemodel”.Based on cross-regional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study examinesthree cases: Qingshan Village in Zhejiang,

ZhongshuizhaiVillagein Henan, and Fengyuan Villagein Yunnan.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with 30 respondents-including villagecadres, returning youth, and local

elders-and employing grounded theory, thepaperconstructsthe“surgemodel” ofAI-

empowered ruralgovernance.Within thisframework, thediffusion ofsmarttechnologies

in ruralareasisnotlinear.Instead, itunfoldsthrough uneven, phased surgesshaped by

theinterplay oftechnologicalembeddedness, culturalstructuraltensions, villagers'

medialiteracy, and ruralgovernancemechanisms.Thisdynamicgivesriseto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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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patterns: technology -dominated modelsin theeast, hybrid -adaptive

modelsin thecentralregions, and culture-priority modelsin thewest.Becausedigital

technology doesnotdissolvelocalcontextsbutinstead formsagovernancestructureof

dynamicnegoti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logicand localorderthrough continuous

mutualconstruction with ruralsocieties, thepracticeofadvancing smartgovernance

should betailored to localconditions.Thisapproach fostersdifferentiated mechanisms

forthedigitaltransformation ofruralgovernance, enabling theorderly realization ofan

AI-empowered futureforruralgovernance.

56·TheDollsthatGo to Space: A�omparativeStudy ontheStrategiesofUn-

institutionalNationalSymbols

·Xu�ia

During thefirsthuman spaceflightin 1961, SovietcosmonautYuri�agarin carried adoll

aszero-gravity indicatorsincewhen spacedollshavebeen strategically used asun-

institutionalnationalsymbols.Thisgrantstheaerospaceindustry constructivesymbolic

functionsalongsideitsrealisticrepresentation ofanation'shard power.Overthepast

half-century, majorcountrieshaveprimarily adopted foursymbolicstrategies, i.e.

nationalindication, culturalrepresentation, socialmobilisation and individualempathy.

Typicalsymbolicgenresincludethesubstitutive-rhetorical, theadhesive-extensiveand

thesystematic-intertextual.Spacedollsuseimaginary symbolismto constructnational

imagery, within which aestheticimagination inspiresand affectiveimagination cognizes.

Theinteraction ofthetwo consistently renewsacountry's“felthistory.” Theimagined

nationalimagery isintangible, ubiquitous, and, onceachieved, long-acting.

77 · Mobile Power Infrastructure: Time Business, SpatialWeaving, and

�ompetitiveInfrastructure

·LiuZhanwei, Sha Fanru, Liu�ie

In themobileinternetsociety, every smartphoneoperation relieson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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